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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人新世时期，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高频率干扰和自然资源的高强度

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提升自然保护区的景观连接度是缓解和应对外界干扰的关键

手段之一。传统意义上景观连接度研究侧重于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累积负向阻碍作用，评

价体系中忽略了生物多样性对物种迁徙的正向支持作用。本文以中国沿海省份作为研究区

域，将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作为生态系统关键功能的表征，并将其纳入景观连接度评价体系，

构建了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生态支持力二维评价新方法，进一步分析人类活动干扰和物

种空间分布对自然保护区景观连接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对景观连接度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边缘效应，即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干扰范围（46.46%）明显高于其内

部区域，人类活动干扰使保护区面积减少约 720.25 km2，且造成廊道起点和终点位置的改变。

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干扰导致了研究区域内95条廊道的连通适宜性下降；78条廊道的生

态支持力有明显提升，“一降一升”的评价结果能有效地衡量景观基质对物种迁移的支持能力

变化。基于景观基质阻碍和促进作用的二维评价可为中国未来自然保护区连通性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提供更为全面的时空格局动态变化模拟，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提供更为完善的

景观连接度评估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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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已进入了全新的以人类为主导的地质时代—人新世（Anthropocene） [1]，人类
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逐渐增加，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话
题[2]。快速城市化伴随而来的人口与建设用地需求的高速增长，森林、草地、水域等自
然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现象在中国沿海地区尤为显著[3-5]。随之产生的自然景观破碎化造
成了动植物生境的改变和丧失，进而对区域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6-9]。2010年《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球海岸带自然保护区覆盖面积达到总面积的
10%和构建良好连接网络”的目标决议，即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11 （A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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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Target 11） [1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15）“陆地生物”目标中也提出“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遏
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11]。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自然保护区管理等级下降、面积范围
缩小甚至消失的现象 （Protected Area Downgrading, Downsizing, and Degazettement,
PADDD）日益加剧，这一问题引起了科研工作者和决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12-14]。

中国自然保护区包括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的聚集地以及具有特殊意
义的自然遗迹等，在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15]。
人类活动导致的景观破碎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景观要素在
空间格局、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上的有机联系被称为景观连接度 （Landscape
Connectivity），通过构建生态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表征景观基质促进或阻碍物种
运动的能力，可用于定量描述不同自然保护区或栖息地之间的相互联系[16-17]。景观连接度
较高的区域通常拥有较优的生态廊道来促进物种迁徙，提升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生态廊道
能为区域内珍稀物种的繁殖、觅食和迁徙提供便利途径，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物种迁徙，
在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

对于自然保护区斑块而言，其边缘地带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过渡地
带，该区域有着不同于甚至高于保护区内部的物种丰富度，且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相比
斑块内部更大，即景观生态学理论中的“边缘效应”[19]。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边
缘地带的干扰愈发强烈，对自然保护区之间的景观连接度造成的影响也更为显著。目前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与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关于人类活动对景观连接度的影响
研究较多，如采用土地利用与覆盖、生境斑块、社会经济等指标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
络，对生境和廊道进行重要性评价和格局优化。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干扰加剧了生境破
碎化[20-23]，进而降低了生境之间的景观连接度。目前的研究方法多集中于“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CR）”，该方法通过识别不同景观地类的流动
性来构建生态阻力面，但主要基于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负向阻碍作用，而针对生物多
样性对物种迁徙的正向支持作用的研究较少[20-23]，鲜少有研究评估“景观基质促进或阻碍
物种运动的能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保护区周边的人地
矛盾较为突出，分布着大量的农业用地和居民点，尤其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区，受到了较为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24]。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国沿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通过量化人类活动影响范围和幅度两个指标，评估人类活动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
与其中心区域的空间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模拟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保护区边界改变，探
究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活动对生态廊道的影响；最后，在MCR基础上叠加生物多样
性数据，提出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生态支持力二维评价，识别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
活动对生态廊道的适宜性和支持力的影响特征。相比于现有评价方法，新方法量化评估
了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促进作用，在传统“阻碍维”基础上丰富了景观连接度评价的

“促进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中国海岸带北起辽宁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仑河口，拥有总长度超过

18000 km的海岸线和约 6500座岛屿，大陆和岛屿岸线总长度达到 32000 km，涵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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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辽阔，总面积达到248632 km2 [25, 26]。海
岸带土地利用方式涉及三大产业的 12个产
业部门，利用类型包括农业用地、工商业
用地、资源开发等 18 种 [27]。本文以中国沿
海省市作为研究区域（图 1），因数据可获
得性，研究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7 年
研究区内共有国家级陆地自然保护区 92
个，总面积约 15680 km2，涵盖的保护类型
有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海洋海岸、
古生物遗迹、野生植物、地质遗迹和内陆
湿地7种类型。

中国海岸带地区人口聚集度高，地级
以上城市共有 5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
型城市有 15座。同时海岸带地区是中国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
国的 40.1% （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
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1.6 倍，全国 60%以上的 GDP 集中在该地
区。海岸带地区作为陆地、大气、海洋三
者交汇区域，因其自然环境复杂，人类活
动频繁，地质作用活跃，是最为脆弱的区
域之一。由于海岸带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滨海湿地的围垦和沿海林地的过度
利用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自然景观的破碎化，导致自然保护区之间景观连接度显著降低。
2.2 数据与方法

在人新世背景下，人类活动主导的干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胁迫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
重点。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相关研究的延续性、可比性 [28]，本文量化评估了
1995—2015年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影响程度及保护区景观连接度的响应
变化特征，基于生物多样性数据的空间叠加解析，开展了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生态
支持力二维评价。所有数据均按照研究区域进行裁剪处理，使用WGS_1984_Albers坐标
系统。
2.2.1 人类活动影响空间量化 参考景观连接度模拟研究中对土地利用与覆盖、人口密度
和道路机场三类人类干扰活动的迁徙阻力赋值[28-32]，通过阻力值的空间叠加获得人类影响
指数（Human Impact Index, HI），见公式（1） [28]。该指数为无量纲指标，表征物种通过
某地所需耗费的总能量。土地利用与覆盖和人口密度数据为2015年的1 km×1 km数据，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路网矢量数据来源于
Open Street Map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机场矢量分布数据来源于 OurAirport
（http://www.ourairport.com）。

HIi =
10n -∏n

x = 1(10 - hix)

10n - 1
（1）

式中：HIi表示景观单元 i的总HI，取值范围为 0~10； n 表示景观单元 i中人类影响因素
的数量，本文n = 3；hix表示景观单元 i的第x类人类影响因素的HI。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06)159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2017年研究区域土地利用与覆盖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the study area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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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影响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版）》中规定保护区核心区禁止任
何人进入，而缓冲区则禁止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在
外围实验区可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组织一定的参观和
旅游活动[33]。为探究自然保护区不同径深范围内的人类影
响空间差异，参考数据图层精度（1 km×1 km），以 1 km
为梯度将保护区划分为 4个内部区域（图 2，Y1~Y4）和 5
个边缘区（图2，H1~H5）。

从人类影响范围和影响幅度两个方面分别对 1995—
2015 年间自然保护区 9 个分区内的人类活动影响进行评
价。影响范围为各分区内的HI指数增加和减少的面积总和
与该片区总面积的比率，见公式（2）；影响幅度为各分区
内HI的增加量和减少量，见公式（3）。

Fi =
Aic

Ai

× 100% （2）

式中：Fi表示片区 i内人类影响范围（%）；Aic表示片区 i内
1995年至2015年的HI发生变化的区域面积（km2）；Ai表示片区 i的总面积（km2）。

Ii =∑n
j = 1ΔHIij （3）

式中：Ii表示片区 i内人类影响幅度，为无量纲指标；n表示片区 i内的像元总数；ΔHIij表
示片区 i像元 j内1995年至2015年HI指数的增加量或减少量。
2.2.3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保护区景观连接度模拟 本文在 ArcGIS10.4 平台使用 Climate
Linkage Mapper工具对保护区之间的廊道进行模拟[34]。该工具输入图层包括核心生境矢
量图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迁徙阻力栅格图层（HI指数），根据气候梯度（温度梯
度）模拟核心生境之间物种迁徙的最低阻力，即最小累积阻力。本文保护区数据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测图集》（测绘出版社）数字化得到，气温数据由中科院资源环境
科学数据中心获得（http://www.resdc.cn/）。

本文通过缩减保护区边界来模拟人类对保护区的影响，由于人类活动在保护区边缘
地带的影响存在各向异性，即人类对保护区不同方位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区别。因此，本
文在缩减保护区边界时，针对不同方位计算人类活动对保护区景观连接度的影响。同时
考虑到存在面积较小的保护区以及人类影响指数图层的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在保
证方位精度最大化又不产生数据处理冗余的前提下，以自然保护区斑块的几何中心为圆
心，以11.25°为单位方位角将保护区划分32个区域（32×11.25°=360°），得到保护区不同
方位的人类影响程度。通过计算1995—2015年间各区域内HI变化均值，识别出保护区受
人类干扰强烈的区域，并将该区域像元属性设置为非保护区。为保证较小面积的保护区
在改变边界后不会完全消失，设定当HI均值每增加一单位，边界缩减300 m。将改变边
界后的保护区图层再次代入Climate Linkage Mapper工具模拟各相邻保护区之间的廊道。
2.2.4 连通适宜性及生态支持力评价 本文借鉴国家自然资源部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35]，根据景观连接度“景观基质促进或阻碍物种迁徙的能力”的理
论内涵[17]，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景观连接度评价体系，构建
了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生态支持力二维评价新方法。连通适宜性表征人类主导的社
会经济活动对物种迁徙的阻碍作用，体现为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物种通过该区域的适宜程
度。该评价指标由Kavanagh和Nuñez等开发的Climate Linkage Mapper工具创建的连接

图2 自然保护区内部及外部的

不同径深分区示意图
Fig. 2 Illustration of outside and

inside buffer zones

of the nature reserv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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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自然保护区的最小累积阻力组成，其值越低，表示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小，廊道的

适宜性越高，具体计算过程参考Kavanagh等[34]和Nuñez等[36]的研究。生态支持力包含生

物多样性和廊道长度两个方面。该指标表征廊道支持物种迁徙的能力，由廊道起点栅格

至终点栅格的物种丰富度累加值计算所得，见公式（4）。物种丰富度越高，适宜的生态

位空间被充分占据的比例越高，生态系统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也越稳定，对物种迁徙的支

持作用越大[37-38]。同时该指标探讨了不同长度的廊道在应对边缘地带人类活动干扰时的稳

定性。因各廊道物种丰富度分布情况不同，公式（4）中用 fi(x) 表示某廊道 i内在 x位置

的物种丰富度，结果以积分的形式计算。生物多样性数据为2013年10 km×10 km数据，

来源于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网站数据库（https://databasin.org/datasets）。

Ci = ∫n0 fi(x)dx （4）

式中：Ci表示廊道 i内的生态支持力；n表示廊道 i的长度（km）； fi(x) 表示廊道 i内物种

丰富度关于廊道上x位置的函数。

3 结果分析

3.1 基于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保护区边缘效应

分别对比研究区域内1995—2015年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范围和幅度，发现

其影响范围和幅度由保护区边缘地带至中心区域依次降低（图3）。边缘地带的人类影响

范围较大，保护区边缘地带（H1）的影响范围高达46.46%，说明该区域平均每100 km2

约有46.46 km2面积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边缘地带存在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其他区域的人

类活动显著低于该区域。边缘地带的人类影响幅度较高，H1和H2区域的人类影响总增

加量分别为 2848和 2381，总减少量分别为 1878和 1508，明显大于保护区中心Y1的 501

和-122。本文使用不同的方法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Y1~Y4区域，展开边缘地带的人类影

响评价，由于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空间聚集性特征，保护区中心地带的人类影响范围有

所增加，但其影响幅度较低（图3）。以上结果均表明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干扰存在明

显的边缘效应，即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影响显著高于中心地带。

尽管中国自然保护区标准对保护区内部的人类活动进行约束管理，但在其边缘地带

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类活动[33]，许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大量的旅游开发项目[39]。

中国横断山脉的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显示，由保护区内部至边缘地带的人类活动威胁明显

上升 [37]。2016 年 《国务院关

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

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部分

地区为追求经济利益在自然

保护区内盲目开发建设，导

致生态系统“碎片化”，影响

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和价

值，同时一些自然保护区中

存在村镇、农田和工矿企

业，制约了自然保护区健康

发展[40]。

图3 自然保护区不同分区的人类影响范围及幅度差异
Fig. 3 Scale and range variance of human disturb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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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评价
通过模拟人类活动对相邻保护区间景观连接度的影响，发现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由

于边界改变导致保护区总面积减少 720.25 km2，在研究区域内的 135个保护区中有 34个
面积显著减少（即降低值大于 3/4分位数的区域），减少面积为 559.95 km2。保护区边缘
地带的人类活动强度升高，改变了保护区外沿的生态环境条件，使原来最适宜作为廊道
起点或终点的区域受到了较高的人类活动影响，迫使物种绕过人类影响区域选择新的迁
徙起点或终点（图4a）。保护区边缘地带的局部人类活动对景观连接度的影响还体现为保
护区之间的连通适宜性降低（图 4b），其最小累积阻力由 2.58×105 km 上升至 2.62×105

km，保护区之间迁徙所消耗的能量明显提高。在区域尺度上，研究区内沿海经济城市圈
中环渤海地区阻力上升较大，辽宁南部和河北北部尤为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及闽三角
地区（厦门、泉州、漳州）的阻力上升幅度较小。

3.3 生态廊道的生态支持力评价
生态廊道的二维评价与传统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廊

道的生态支持力的测度上，通过引入二维评价，优化了基于
阻力维度的景观连接度模拟方法，该方法不仅反映景观基质
对物种迁徙的阻碍作用，更能体现生物多样性在物种迁徙过
程中的支持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保护区边界变化后，研究
区域内生态廊道连通适宜性下降但生态支持力上升，人类干
扰程度提高的区域其生物多样性也更加丰富。在连接135个
自然保护区的338条廊道中，连通适宜性下降的廊道合计95
条，生态支持力上升的廊道合计78条，生态廊道支持力下降
的廊道合计14条（图5），其余廊道未发生变化仍维持原有水
平。研究区域内廊道支持力下降的数量远少于支持力上升的数
量，且下降幅度远低于上升幅度，分别为 - 5.80% 和
27.42%，廊道支持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保护区边界改变导致
的廊道路径改变，使物种迁徙更易经过高物种丰富度的区域，这些区域对物种迁徙有着
较好的支持作用，降低了自然保护区之间的迁徙难度，提高了保护区之间的景观连通性。

图4 人类影响下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景观连接度响应特征
Fig. 4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connectivity in the edge of nature reserves exposed to human disturbance

图5 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

生态支持力变化
Fig. 5 Dynamics of corridor

connectivity suitability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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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活动一方面影响着廊道的始末位置，另一方面影响着斑

块之间的联系程度与廊道内物种迁移的难度，新生态廊道上的适宜性和支持力变化较为

明显，保护区周边复杂且频繁的物质能量交换导致了该地区较高的生物多样性[19, 41]，在

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廊道路径的改变对支持力的影响程度较低。在人新世背景下，

人类活动强度与日俱增，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国土安全，应提高斑块之间的景观连接

度，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网络的连接，管理者需要明确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自然生态

环境，识别廊道的重要连接点，并结合周边人为活动强度展开重点监督和管理。

4 讨论

4.1 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活动对不同长度廊道的影响

为了探索不同长度的廊道在应对

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活动干扰时的稳

定性，本文采用包含廊道长度因素的

生态支持力评价指标，对比分析保护

区边缘地带人类活动对不同长度生态

廊道的影响。本文发现廊道局部性人

类干扰（边界改变）对廊道的影响存

在尺度效应，即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

类活动干扰对不同长度的廊道的影响

存在差异（图6）。长廊道具有更高的

稳定性，即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而

短廊道的敏感性较高，易受到周围人

类活动干扰。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

活动改变了廊道的起点和终点位置，

这种位置的变化对长距离廊道的影响较小，但对短距离廊道的影响较大，导致廊道起点

和终点位置的大范围偏移。小尺度范围内，短廊道连接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距离相近

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之间的人类活动驱使迁徙物种向生物多样性更高的区域转移。有

研究指出，中国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普遍存在大量的人类活动，如开垦、居住、农耕、

采矿等活动[24]，而这些地带作为生态廊道的起点和终点，对保护区之间的物种迁徙至关

重要。也有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通常与人类活动聚集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即生物多样性热点区（Biodiversity Hotspot） [42]。这些地区的人类活动导致了景观破碎

化，严重影响着生态廊道内的生物多样性[43]。因此，亟需识别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

迁徙廊道的变化（尤其是短距离迁徙物种），并及时评估人类活动对物种迁徙廊道的胁迫

程度。

4.2 改进型MCR的优势与不足

传统景观连接度研究侧重于通过阻力描述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累积负向阻碍作

用，本文中生态支持力评价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基础上叠加廊道的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

数据，量化评估了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促进作用，在传统“阻碍维”基础上丰富了景

观连接度评价的“促进维”。该量化方法中涉及的参数无特定限制，在取得精度适宜的生

物多样性数据的基础上，便可广泛应用在不同尺度及不同研究区域，生物多样性指标的

图6 廊道生态支持力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敏感性
Fig. 6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orridors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capacity exposed to human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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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也可根据实际问题和数据可获得性确定，针对不同精度的数据均可实现连通适宜性

及生态支持力评价，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因此本方法在其他区域的可重复性及应用性

较高。

本文新方法通过廊道的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数据量化评估了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

促进作用，基于景观基质的阻碍和促进作用的二维评价可为中国未来自然保护区连通性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为完整的时空格局动态变化模拟，尤其是针对较高敏感性的自

然保护区边缘地带改变而导致的不同尺度廊道变化模拟，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提

供更为完善的景观连接度评估新方法。

人新世背景下的人为干扰包括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两大重要方面，本文重点讨论了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景观边缘效应，针对气候变化因素的考虑

仅模拟了物种由高温至低温的迁徙方向，暂未模拟其他气候变化梯度下（如降水、湿

度、风速等）的生态廊道。未来可综合降水、湿度及风速等因素完善生态廊道的模型构

建，以研究由于气候变化综合因素导致的自然保护区间的景观边缘效应。本文关注的区

域为沿海陆地自然保护区，尚未实现对海洋保护区的景观连接度模拟，下一步研究将进

一步识别海岸带地区关键气候变化因素与人类活动干扰的综合影响，实现陆海统筹的自

然保护区综合管理研究。

5 结论

本文围绕人新世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影响这一关键因素，测度人类活动干

扰在自然保护区的边缘效应，解析了人类活动干扰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与其内部的差

异性；通过模拟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边界的改变这一模式，探究其对自然保护区景观

连接度的影响形式；最终将模拟结果与该研究区域内生物多样性数据进行空间叠加解

析，评估了区域内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和生态支持力。生态廊道的“二维评价”考虑

生物多样性对自然斑块之间有机连接的支持作用，该方法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模型所忽略

的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促进作用的测度，为自然保护区生态多样性保护与国土空间管理

提供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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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terrestrial nature reserves based on

an improved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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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has alter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High frequency of disturbances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poses great threats to coastal ecosystem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coastal fragmentation
and biodiversity loss. Landscape connectivity in interlinking adjacent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s one of the key approaches to eliminate the increasing threats from human disturbances.
Traditional simulation of landscape connectivity focuses on the cumulative negative resistance
of landscape matrix along species migration, but ignores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ecosystem on
migration.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n innova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assess landscape
connectivity by integrating suitability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based on species distribution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We combined the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 connectivity model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to develop a method for integrating both ecological factor and human
activity data. We found that human activities in coastal areas resulted in an edge effect on
landscape connectivity near the boundary of nature reserves during 1995- 2015. Human
disturbance caused a loss of 720.25 km2 for the nature reserves, while the edge of the nature
reserves undertook higher risks from human activities (46.46% ). High level of human
disturbance altered the starting and terminal locations of corridors while connecting adjacent
nature reserv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nectivity suitability of 95 corridors decreased
due to the increase of human disturbance, while the ecological capacity of 78 corridor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erms of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This two-dimensional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resistance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of landscape matrix can be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to estimate the dynamic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in
connectivity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words: landscape connectivity;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ecological corridor; suitability;
biodiversity; edge effect; human influe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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